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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
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井润田,  程生强,  袁丹瑶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 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正在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本土

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学术界依然存在一些质疑本土管理研究目的和价值

的观点，例如：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区域研究？为什么管理研究需要本土化理论？为什么本土研究

可以贡献普适性理论？这些观点削弱了学术界对本土研究意义的认识，妨碍着本土管理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本文结合“中国企业本土视角下的组织变革与领导行为”国际研讨会的嘉宾演讲

和观点讨论，运用已有本土管理研究的一些成功范例，对以上质疑观点进行了辨析和澄清，阐

述了本土管理研究的性质、特点、面临的困难等。最后，本文对进一步发展本土管理研究提出了

建议，例如：扎根本土情境寻求有意义的研究问题，遵循入世治学精神，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和

策略，辩证地看待文化思维对理论开发的影响，积极开展本土与主流理论之间的对话，建立本

土研究的学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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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过去20多年间，中国管理学者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成果开始发表

在国际权威的管理学期刊上。例如，中国学者2011—2015年间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共发表论文38篇（占同期总发表量的10.4%），在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上发表

论文26篇（占7.6%），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论文34篇（占6.9%）（Honig等，

2018）。以上大多数研究都是对现有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检验，与之相应的是一种情

境无关的（context-free）理论假设，即管理理论是可以应用于任何情境的，而中国情境在研究中

只是被视为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的渠道。然而，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在澄清情境依赖问题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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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揭露那些被视为情境无关但实际只是反映了特定政治或文化历史背景

下的观念的局限性（March，2005）。March（2005）基于学术社区中的本土观念（parochialism in
research communities）的视角指出了学术发展“同质化”的危险，并提出异质性理论对于学术发

展的重要性。因此，本土管理研究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同样重要。

与上述的追求普适性理论的研究范式不同，本土管理研究秉持如下假设：任何理论都受到

情境的限定（context-bounded），研究者需要在特定情境中寻求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徐淑英将

“本土研究”定义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地的研究对象和富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

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旨在检验或构建能够解释、预测本地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现象或相关

现象的理论”（Tsui，2004）。随着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中国情境下独特的管理现象

和问题正在得到广泛关注，本土管理研究范式也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外国经济与管理》等期刊积极鼓励研究者投身中国文化和制度情境下的

本土研究，从而为本土管理实践和全球管理研究社区贡献新的知识（Tsui，2007；徐淑英和吕

力，2015；井润田和卢芳妹，2012）。
然而，应该看到，学界也一直存在很多对本土管理研究价值和范式的质疑。例如，很多秉持

第一种范式的学者认为，管理研究的目的在于贡献普适性理论而非本土化知识，“即使我们（作

为中国人）对中国的管理现象和实践很熟悉，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和实

践、抽象出这些现象和实践背后的普适性问题与普适性理论”（李海洋和张燕，2016）。以上混淆

或质疑的观点不仅会导致国际同行和评审人无法用客观、公允的态度看待本土研究的学术价

值，也会动摇很多本土管理学者对自身研究质量和能力的信心；更严重地，甚至会导致西方主

流研究范式在本土情境下的殖民化倾向。

为了回应和澄清以上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与《外国经济与管理》、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管理学季刊》、《管理学报》于2019年6月8—9日联合主办了“中国企业本土视角下的组

织变革与领导行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球78所大学、机构的159名师生和企业高层管

理者围绕组织变革和领导行为领域的管理问题，以5场专题报告会和14场小组研讨会的形式，

探讨了本土管理研究的机遇和挑战。在会议开幕式上，井润田认为，当前国内本土管理研究已

经从第一阶段“强调研究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探讨研究的困难性”，发展到第三阶段“提出措

施和推出成果”。我们需要通过剖析和反思一些典型本土管理研究成果的开发过程，澄清以上

质疑和阻碍本土管理研究的观点和问题，进而为未来管理研究指出更清晰的方向。接下来，本

文将结合“中国企业本土视角下的组织变革与领导行为研究”的会议报告、会议讨论和31份与

会研究者以及14份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的问卷调查结果，重点阐述对于理解本土管理

研究至关重要的三个问题：本土研究与区域研究的概念区别、本土化理论创新的目的和意义、

本土研究如何贡献普适性的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未来如何开展本土管理研究提出

建议。

二、  本土管理研究的“本土”到底是指什么？

（一）本土研究不同于区域研究

“本土”（ indigenous）视角相对于全球（global）视角。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

（Marquis和Battilana，2009），“本土研究”关注的则是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现象（Tsui，
2004），呈现的是文化的异质性。Marquis和Battilana（2009）认为即使在全球化过程中当地社区

（local communities）仍然能对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从社区作为当地市场环境

（communities as local-market environments）的机制来看，研究者能够根据地理位置来确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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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进而研究当地市场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社区作为制度环境（communities 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的机制来看，社区能够通过调节、社会规范以及文化认知过程

（regulative, social-normative and cultural-cognitive processes）对组织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学

者应当重视当地社区（Marquis和Battilana，2009）或学术社区（March，2005）与全球的对立转换

的张力中，当地社区或学术社区发挥的影响与作用，这样也许能够更好地找到“本土研究”的意

义与价值。此外，本文也特别强调要区分本地（local）和本土（indigenous）概念的内涵，前者是区

域含义，而后者是文化含义。

我们发现，对“本土研究”与“区域研究”概念的混淆是影响本土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给参会者的问卷调查中有一道这样的题目：“就像中国研究者针对中国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

叫作本土研究一样，美国研究者针对美国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是否也可以叫作本土研究？”我
们随机询问了受访者对这道题的态度。结果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这一结果是令

人吃惊的，显然，许多研究者将“本土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区域研究”，因此认为，美国学者在美

国所从事的研究也应该被看作本土研究。这种误解会导致学术界低估本土研究的价值和困难

（Van de Ven和Jing，2012）。
事实上，“本土”一词源于人类学，其含义往往与远古、土著、传统、原住民、边缘化和脱离主

流文化等有关（Van de Ven等，2018）。从概念本身可见，本土体现着一种边缘相对于主流的差

异，本土管理研究与主流管理研究（针对发达市场环境下的企业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其所

根植的本土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因此，美国研究者针对美国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可以被

称为区域研究或主流研究，但并非本土研究。

关于本土管理研究范式，有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例如：Tsui（2004）根据理论研究与

情境之间的关系，将研究划分为情境特定性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即情境特定模型，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本土研究）和情境嵌入研究（context-embedded research，包括情境限定模型和

情境无关模型两类），以上不同的情境研究都能够创造普适性的管理知识；Barney和
Zhang（2009）指出，中国管理学术发展的两种可能路径分别为发展“中国管理的理论”（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前者侧重

在中国本土情境下应用和完善其他情境下开发出的管理理论，而后者更关注对中国本土特有

的管理现象作出解释；李平（2010）基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念定义和阴阳思维，提出了本土

管理研究范式的设计，即将主位研究路径和客位研究路径作为阴阳二元的统一，进而达到主客

位两者之间的动态性、整体性和阴阳二元统一性的平衡。以上研究也表明本土管理研究是情境

限定的，并且是区别于区域研究的。

（二）本土研究的合法性

由于主流理论在学术界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优势，主流理论所依托的情境通常也被视

为默认的和有共识的，基于此情境建构的理论更具有合法性（井润田和卢芳妹，2012）。这也导

致一个现象，大多数研究者着手一个本土研究问题时，通常倾向于采用主流视角进行解读，因

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容易融入时兴的学术讨论圈，更容易被接受和发表。然而，这种看似自然的

研究逻辑引发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在对当地管理现象并不熟悉和尊重的情况下就开始武

断地给其贴上一个流行的理论标签，影响了内外部学术社区对该现象的理解；这样的研究会在

当地研究社区和社会情境中丧失合法性，这也是当前国内管理学界激烈辩论的问题。这种以主

流理论观察本土现象的视角被称为“outsider-in”的理论化过程。

以上问题在“本土”一词产生的人类学领域也非常明显。很多西方研究者以“猎奇”的方式

对一个本地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没有深层次地进入情境，就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解释本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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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习俗，致使这些研究在当地人眼里失去了合法性。例如，毛利人是新西兰境内的原住民，虽

然人口只有300多万，却是全球范围内被人类学者研究最多的民族。Smith（1999）指出，这些研

究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当地人控诉西方研究者不尊重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的很多研究行

为：“只要想到有人用谷粒填满祖先头骨的方式来衡量我们的智力，并以谷粒数量与我们的心

智能力进行比较，我们就会产生‘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的被冒犯感。西方研究者在与我们中

的一些人短暂接触之后，就认为已经了解了我们，这点使我们感到愤怒”。本土研究针对的往往

是非西方文化的情境，导致“本土”与“土著”“传统”这些贬义感情色彩词汇往往相关联，加深了

研究者以主流意识形态评判当地社会问题带来的殖民主义倾向和随之而来的当地人对这些研

究的反感。

因此，本文特别强调尊重本土文化和价值观是保证本土研究合法性的前提。本土研究不只

是边缘相对于主流在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更涉及研究者对本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

产生于主流文化的理论往往被自然地视为具有更优越的普适性和解释力，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的研究会带来学术研究上的殖民化倾向（Van de Ven等，2018）。
（三）本土管理研究的视角要求

在尊重当地人和当地文化情境的前提下展开研究，要求研究者抛弃那些外部人（Outsider）
视角而学会用内部人（Insider）视角分析当地现象。Child（2009）认为，除了文化体系差异，与主

流地域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制度差距都会阻碍普适性理论对非主流地域管理现象的解释。因

此，主流研究对普适性的追求虽然使得理论能够解释大部分管理现象，但不可能覆盖所有本土

问题的理论逻辑。席酉民引用“东施效颦”的典故阐述用主流研究范式解释本土现象的问题：西

施很美，但是如果东施的气质与西施不一样，生搬硬套西施的走路方式一定是不美的，原因是

东施没有弄明白自己的主题应该是什么，不同文化情境对管理问题持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过去30多年间，很多中国管理问题研究正像是东施效颦，套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框架研究中

国的管理问题，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发挥有限的理论贡献（Tsui，2007；徐淑英和张志

学，2011；卢芳妹等，2013）。
以上问题也提醒我们，不要在对一个本土现象尚未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轻易地进行普适

性的理论化，此时采用本土的文化和思维逻辑解释本土的管理问题是最合适的，这一点对于本

土管理研究者而言更加重要。Andrew H. Van de Ven认为，“当研究者采纳和模仿别人的传统

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身份和力量，而表达自己和做自己是实现有意义的本土研究的关

键”，这一观点在此次会议上赢得了许多本土管理研究者的赞同。张燕报告的矛盾领导理论，正

是源于中国独特组织环境的本土身份视角所理解的领导行为。这一研究视角的背景除了考虑

日益复杂的组织环境催生越来越多的矛盾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用阴阳思想管理矛盾

是铭刻在中国人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重要思维方式（Zhang等，2015）。与西方分析思维对事物本

身类属和逻辑规则的关注不同，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关注事物的整个领域并为其分配因果关系

（Nisbett等，2001）。不同于西方人对矛盾“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中国人经常持有兼而有之的

观点，矛盾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在阴阳哲学的影响下，矛盾的对立

性还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相互转化。基于这些传统哲学，许多中国的领导者会表现出看似冲突

但又相互关联、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行为，即矛盾领导行为，这些行为很容易为同样受

中国传统哲学熏陶的下属所接受和理解（Zhang等，2015）。同样，20世纪80年代，席酉民在其博

士论文研究期间发现，当时主流的决策分析理论无法解决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管理“内耗”
问题，但是如果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描述“内耗”，就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现象的本质并找到

对应的对策。深谙中国哲学关于“和谐”思想的精辟见地，席酉民提出通过和谐机制减少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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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组织运行和管理效能的理论体系，从而将系统从不和谐状态推向和谐状态（王琦等，2003；
Xi等，2010）。之后，这一模型不断发展成为领导思维主题和分析外部环境的战略框架（Xi等，

2010）。因此，研究者采用本土化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帮助理解根植于本土情境的管理问题，并产

生高水平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三、  管理研究为何需要本土化理论？

很多研究者认为，研究应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关注始终不变的理论关系，而本土研究会使

得理论分化出更多的区域限制特征，因此是不应该被鼓励的（Cheng，2014）。我们的问卷调研

也表明，38%的研究者认为“管理研究者不应该区别或试图建立所谓的中国管理理论、美国管

理理论、巴西管理理论……理论应该是普适性的，不以区域作为标志的”。可见，很多学者接受

“情境无关”的理论假设，认为管理学理论和物理学理论一样，都应该是具有普适性特点的。

（一）好的理论是在普适、准确和简洁之间的折中

研究者经常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于，对理

论普适性的追求是以牺牲理论的解释力作

为代价的。Andrew H. Van de Ven在其会议

主旨报告中，引用Thorngate（1976）关于检验

理论的钟表模型（如图1所示），指出一个好

的理论很难同时兼顾普适性（general）、准确

性（accurate）和简洁性（simple），研究者总是

需要在三者间权衡。一些宏大理论特别强调

普适性，但这往往会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

当前，为了迎合主流期刊对理论普适性的要

求，研究者会忽略研究的具体情境、特定理论或命题的适用条件，致使很多研究既不准确也不

简洁。事实上，很多管理理论的适用条件在该理论刚提出时并不清楚，而是伴随着研究深化逐

渐被认识到的，这些适用条件在不同经济、文化、制度环境中的重要性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

主流组织变革理论（如库特•勒温的变革三阶段模型等）假设组织变革是间歇性的、不连续的、

蓄意而为的，通常发生于外部环境（如技术变革）或内部环境（如高层领导者更换）出现突变的

情况下（Kotter，1995）；与以上假设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不需要关心变革不同阶段之

间的联系性。然而，中国文化（如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辩证思维）所强调的恰恰是持续变革

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关联性。基于以上文化思维的启示，井润田以中国文化中“势”的概念为

基础开发出一个解释持续组织变革过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变革活动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变革者需要审时度势找到适宜的变革时机；针对不同时机所采取的变革行动会导致不同的变

革结果，这会进一步形成下一阶段的变革形势（Jing和Van de Ven，2014）。很多本土研究都具有

这些特点，研究者一开始对某些独特的、无法被主流理论解释的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没有囿

于追求理论普适性而限制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二）追求普适性理论的过犹不及

出于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妒忌，管理学界在其历史发展中总是力图能够提出类似

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普适性理论，进而让其他学科接受其作为科学范式的法定性地位。作为其

中的一个体现，几乎所有期刊（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要求其投稿论文必须对普适性理

论（如变革型领导理论、组织身份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有所启示和贡献。虽然每个研究都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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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检验好的理论的时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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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情境，但研究者却需要在一开始就逼迫自己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无论是现有的还是

新开发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其研究现象。因此，Hambrick（2007）在《管理学领域对理论的痴迷：

过犹不及？》一文中指出，相比于医学、金融学、营销学等领域，当前管理学领域对理论有着过

度的痴迷，每篇论文的发表都好像在比赛研究者理论化（theorizing）和理论创新撰写方面的手

艺。他有次参加系里组织的研讨会，两位同事讲了一个研究想法，所有参会者都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问题，但问题是该研究没有理论支撑。于是，大家耗费大半天时间去帮助他们进行

所谓的理论化，其间提到了各种新奇的理论来框定这个问题，以便这个研究可以继续直至发

表。当然，很多与会者也因此变得烦躁甚至绝望：“为什么有力的事实必须等待虚构的理论来证

明（facts must await theories）？”。以上现象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很多

想法简洁易懂的美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扭曲的、时髦的或套路化的理论，研究内在的有

趣现象被不匹配的理论框架所束缚。

具有讽刺性的是，以上痴迷般的理论追求带来的结果却是原创性理论开发的停滞（徐淑英

等，2018）。通常人们认为，20世纪60—80年代是管理学发展的黄金30年，在此期间诞生了当代

最具有深邃思想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如种群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目

标设定理论。此后，伴随着学界和期刊对理论贡献的日益强调，却再也发掘不出具有重要原创

性的理论，大多数研究只是在用来自各种情境下的数据验证着这些现存的理论。从

Kuhn（1996）提出的研究范式的视角来看，用不同情境下的数据验证现存的理论只是“发现文

献差距（gap）”，是对现有理论的修补，能起到解谜（puzzle-solving）的作用，但并未对现有理论

或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而本土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提出新的问题，进行“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的研究，“问题化”方法能够寻找替代解释，可以推翻现有的假设，并为替代

方法的蓝军战略（这里的“蓝军”原本是战场上用来做实战模拟而假想出来的敌人，蓝军战略在

商业情境下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建立对立面，主动创造冲突，运用异质思维来突破企业的能力陷

阱）铺设新的研究道路（孙黎，2018；Alvesson和Sandberg，2011）。例如罗肖依和孙黎（2019）通过

问题化的方法，指出西方文献主导的绩效导向过于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却忽

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祉，进而提出了植根于本土“道”的创生、不断涌动与持续变化的生生

不息导向。罗肖依和孙黎（2019）认为“道”赋予万物生命，“道”的创生是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其

不断的涌动和变化是中国传统中最为核心和本质的能量，基于此提出的生生不息绩效导向重

视组织中对立的阴阳关系、边缘的蓝军影响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祉，因此能够破解西方绩

效导向中单一绩效指标与多维度绩效指标以及短期取向与长期导向的悖论。

（三）情境化理论的适宜性

本土管理研究源于对一个有趣现象的好奇，当研究者尚无法对现象所根植的情境的理论

特征做出深入解释时，一个谨慎的做法就是从“outsider-in”转变为“insider-out”的研究视角，提

出一些针对特定情境的理论解释，避免草率地给该问题贴一个不相称的普适性概念和理论标

签。如上文提到的，和谐管理理论始于席酉民发现决策分析理论在解释三峡工程“内耗”问题时

的局限性，于是他从“insider”视角审视内耗的本质，由此建立了具有本土哲学特点的和谐管理

模型。同样，井润田对组织势的研究源于对成都公交集团如何进行持续性组织变革的案例研

究。在作为“insider”深入剖析成都公交集团如何通过三年变革时期大幅提高经营业绩和社会

形象的过程后，他们基于中国阴阳哲学的视角建立了组织变革理论，用本土概念“势”“应势”和
“造势”展示了三种行动策略在组织变革中的作用机制（Jing和Van de Ven，2014）。类似地，家长

式领导最初是Silin（1976）出于对中国台湾企业的教诲式领导、德行领导、集权领导行为的好

奇，这些是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且清晰可辨的领导风格（周浩和龙立荣，2005）。虽然Silin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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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将华人社会的这种领导风格称之为“家长式领导”，但这为随后一批研究者以“insider”视
角探究家族企业高层领导风格并提出“家长式领导”概念奠定了基础（樊景立和郑伯壎，2000）。
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源于对某个特定情境中不同于主流的、很难被现有文献

中的逻辑和理论所解释的管理现象的兴趣（徐淑英和吕力，2015）。因此，研究者开始以本土视

角深挖现象背后的管理逻辑，采用本土化名词和概念，充分反映所探讨的管理现象的“原汁原

味”（韩巍和曾宪聚，2019）。

四、  本土管理研究何以贡献普适性理论？

（一）本土研究的理论贡献

许多学者轻视本土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本土研究除了对解释本土社会现

象有帮助外，无法揭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例如，19世纪古典经济学研

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商品交换以及围绕商品交换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市场社会进行理解和

辩护。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通过对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和美拉尼西亚

（Melanesia）等地区土著社会的礼物交换行为的研究，有力地反击了以上观点。莫斯在其著作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期里，“交换与契约总是

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马塞尔•莫斯，

2005）。因此，当下商品经济和以此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趋利的法律制度，既不是人类社会的起

点，也不是终点；社会应当超越冷漠无情的、崇尚个人权利的原子化状态，转向一种更具有人情

味的、拥抱集体互助的人际关系。

也许，在有些主流社区学者的眼里，莫斯研究的土著人群的交换行为是当地才有的一种特

殊社会现象，在文明社会里是少见的。但无法否认的是，恰恰是在他所研究的这种边缘化的社

会情境中，我们找到了在文明社会中无法揭示的一种深层次的交换机理。除了关于社会学的本

土研究可能揭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管理学的本土研究同样如此，例如肖建强等（2018）通过将

西方的“战略即实践”视角与本土的“知行合一”观进行对话，从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不同

理论的深度与解释力。因此，对本土特定问题的关注并不妨碍本土研究可以贡献出普适性的理

论知识。

（二）重视本土研究情境的理论化

要使得一个本土研究贡献普适性的理论知识，研究者必须将研究情境纳入理论化过程，揭

示本土研究所依托的情境的理论特征（Raynard等，2019）。组织管理研究对情境的处理可分为

两种类型或层次：一是理论的情境化（contextualizing theory, 或称为theories in context），即研究

特定情境下（物理的和社会的）的管理问题和理论，可以将情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理论的

边界条件，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改和深化；二是情境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 context, 或称为

theories of context），即直接把情境因素（如文化或经济等变量）作为自变量加入研究模型中，考

虑情境因素对研究问题的直接作用和影响，对现有理论进行概念上的扩张（Whetten，2009；李
磊等，2013；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如图2所示，基于本土情境开发的理论，前期可能是研究特

定区域情境的理论。当弄清情境因素并与现有理论进行关联时，无论是比较不同情境下理论的

差异还是探讨情境要素与管理现象的相互作用，随着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验证、拓展、修订和

完善，最终将发展为普适性理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土理论也具有普适性理论贡献。例如，“家
长式领导理论”最初被认为是华人社会情境下的特有现象，然而一些国外研究者在华人社会之

外验证了“家长式领导理论”的有效性（Pellegrini和Scandura，2008；Pellegrini等，2010）。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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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是，家长式领导有其情境范围，明确何种条件下和哪些情境因素影响下家长式领导更有效

或更无用，必然会明显地促使家长式领导理论成为普适化的理论。
 
 

普适性的理论 普适性的理论 普适性的理论

某个本土
管理理论

某些
情境

1. 理论是非普适的 2. 理论适用于某些情境 3. 理论是普适的

明确情境因素，使区域性的理论上升为普适性的理论

图 2    本土管理理论的普适化过程
 

（三）本土管理研究的困难

本土管理研究的以上特点也导致其在研究和评审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一个理论是

否被接受取决于“在当时读者自身的文化情境下，这个理论能引起的共鸣程度”（Dimaggio，
1995）。当基于主流情境的研究论文提交给西方学术刊物时，评审人容易对其研究情境产生共

识，也熟悉其相关概念，因而只需对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进行评审即可（卢芳妹等，2013；郭毅，

2010）。当基于本土情境的研究论文提交给处于主流情境的评审人时，如果评审人无法与论文

中描述的遥远情境产生共鸣，就容易产生质疑。樊景立在分享家长式领导三元理论研究在投稿

到国际期刊时，也讲到类似的困难和挑战。对家长式领导的理解依赖于对典型的华人社会情境

（如中国、新加坡）的熟悉，家族企业在这些社会中普遍存在，高层领导者同时展现权威、仁慈和

德行的管理风格。然而，这三个在华人情境中很容易接受的领导维度在推广到西方主流情境

时，说服评审人认可这三个看似矛盾的变量维度（即权威、仁慈和德行）能够共存且描述的是同

一个概念就成为了理论难点。研究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解释清楚本土管理问题中原本被

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境特征，尤其是当该情境的文化根源与西方情境明显不同时（徐淑英和吕

力，2015；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
此时，本土研究者可以通过与现有研究的对话（如上述例子中莫斯与经济学家关于商品交

换机制研究的对话）引发读者和评审人对研究涉及的情境因素的认同。管理学者需要不断地通

过“将普适性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和“将特定情境的知识普适化”来把新的特定情境下的现

象和现有的学术知识连接起来（李海洋和张燕，2016）。寻找普遍熟悉的概念来描述或比喻本土

现象不失为一个保证具体情境同现有知识联系起来的好方法。在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Jing和
Van de Ven（2014）发现了管理者借助阴阳思维，通过改变“势”来推动组织变革。在进一步理论

推广中，为了更容易让西方学者理解中国文化里“势”的内涵，他们将“势”与西方战略管理研究

领域中的“组织势”（organizational momentum）研究进行了对比，这也是他们将“势”一词翻译成

“momentum”的原因；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使得大家更容易看到对中国文化中的“势”进行概念

化贡献出的理论独特性，也进一步总结出这样的概念化对推动组织势领域研究的启示价值。

因此，本土管理研究既需要与历史、社会、情境进行深入的对话，建构有趣的本土管理理

论，也需要与现有文献积极对话，识别和建立与主流理论之间建立的联系（韩巍和曾宪聚，

2019；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李平，2013；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卢芳妹等，2013）。虽然本土概

念与主流理论概念的对话过程充满障碍，但对理论的普适化是必要且重要的。当然，这个过程

不一定是本土管理研究者个人完成，也可以是学术社区共同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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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建议

本土管理研究是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解释本土管理现象，促进本土管理知识的发展；另

一方面也具备开发原创性、普适性理论的潜力，有助于全球知识的积累（Tsui，2007；井润田和

卢芳妹，2012；徐淑英和吕力，2015；Whetten，2009）。当前，很多主流理论无法解释一些根植于

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这正是从事本土研究最好的机遇（郭重庆，2011）。然而，研究者开展高质

量的本土研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既需要与历史、社会、情境进行深入的对话，也需要与现有文

献进行对话，识别其与主流理论之间建立的联系（韩巍和曾宪聚，2019；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
李平，2013；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卢芳妹等，2013）。就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本土管理研究面

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主流期刊很难认可本土研究的概念（71%），国内文化概念很难与西方文

献对话（22%），以及研究者本身阅历受限且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22%）等等。针对这些

问题，本文结合会议嘉宾对本土研究经验的分享，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在本土情境中寻求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理论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徐淑英和吕力，2015）。要得到具有思想启

发性的理论选题，研究者需要遵循扎根精神，走进企业去观察、访谈或邀请企业管理者和员工

参与到研究中，在现实中寻找真实的管理问题（徐淑英和吕力，2015）。武亚军呼吁研究者深入

现场，对国内领先企业的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他从事了很多关于国内企业（华为、联想、海底捞

等）的研究，特别是围绕华为公司开展了多个研究，包括本土企业战略发展行动（武亚军等，

2005）、竞争优势（武亚军，2013）、华为产权研究（齐宝鑫和武亚军，2018）等。此时，研究者要理

会本土文化情境对研究的影响。这些文化情境一方面是解释某些特定行为的宏观因素，如跨文

化谈判研究中关于商务双方点头、沉默、打断对方话语等互动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启发

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此时文化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culture as a way of thinking）
（Jing和Dong，2017）。例如，受分析逻辑影响的西方领导者面对矛盾问题会分离各个要素逐一

解决，而受系统思维影响的中国企业领导者面对复杂矛盾时习惯于探究矛盾的内在相关性，他

们会“播种子”，把未来植入现在，在当下组建符合未来趋势的管理实践、人员和业务，基于现有

环境和将要发生的变化灵活管理组织（Zhang和Han，2019）。只有对情境有深入的了解，并将这

些情境知识同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产出高水平的本土研究（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
（二）遵循入世治学精神鼓励下的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关于科学研究目的到底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的争论。在马克

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

界”，这代表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入世治学精神（engaged scholarship）。基于批判实在论的哲学

观，入世治学精神正在管理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核心主张在于：管理学者可以在研究

选题、模型构建、研究设计和问题解决等不同阶段，通过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来增进对科学

和专业知识的认识，并缩小理论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距（Van de Ven，2007）。以上研究范式对

于本土管理研究尤其适用（Van de Ven和Jing，2012）：秉持本土价值观的研究者能够识别、理解

某些本地的管理问题，但经常会遇到如何在更大范围内理论化的挑战，此时仅凭研究者个人能

力有时很难完成理论构建。此时，与不同文化背景成员交流可以促使我们在逻辑上将本土概念

和理论讲清楚，与实践界的管理者交流可以启发我们从经验到理论的归纳过程，与文化和历史

学领域的学者交流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文化的诠释和理解。

本土研究在秉持入世治学态度时，更要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本土研究强调与管理者

的沟通和交流，但绝不意味着接受管理者的观点、价值观或与其认识保持一致。入世治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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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Ghoshal（2005）以代理理论为例，指出基于负面人性假设的理

论命题对于企业和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认为不良的管理理论与不恰当的价值观正在摧

毁好的管理实践，甚至会导致好的研究者做出坏的研究，而这正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忽视了人

文关怀以及社会责任。入世治学精神强调正视差异，重视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不能完全顺从

于管理者的价值观，通过争议、讨论甚至辩论找到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更高层面的认识。总之，

入世治学精神鼓励研究者勇于和不同背景的利益相关者交流，在差异甚至冲突的认识基础上

通过沟通和协商方式建立理论共识，进而增强研究结论从经验提升到理论时的可信度（Van de
Ven和Jing，2012）。这一点也深刻体现出入世治学精神所依赖的批判实在论的特点：研究目的

不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是为了改变现实。

（三）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

定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检验理论时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建构本土理论时应重视定性、

包括案例研究方法的作用（井润田和卢芳妹，2012；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在理论开发前期，

特别需要借助定性或案例研究展开对概念的深入思考。Raynard等（2019）采用单案例研究方

法，剖析了一家地处偏远的国有企业如何借助自身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优势，在不断变化的社

会环境中适应和发展，成长为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不同于前期视文化为变革阻力

的视角，该研究揭示出文化价值观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管理策略。这也说明根植于

中国本土情境的定性管理研究，同样具有在国际权威期刊（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贡献普适性理论知识的潜力。樊景立在对家长式领导理论开发过程进行回顾时提到，先前的研

究者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家长式领导理论，有时过早转入定量研究对本土化理论开发并

不有利。鉴于本土研究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的困难性，樊景立等建议研究者在年轻时可以先跟随

主流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进行理论探索：一方面，与主流理论的对话有助于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现

有研究范式，关注管理理论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现状；另一方面，对主流理论的熟悉有利于研究

者界定独特的和新颖的本土管理问题，为后期开发本土理论做好铺垫。

（四）辩证地看待文化思维

就某种程度而言，研究者构建的理论也是自身文化思维的产物。例如，中国人比西方人通

常更善于应用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方式考虑问题（Nisbett等，2001；谢佩洪和魏农建，

2012）。陈昭全指出，这种整体思维的优势在于考虑问题全面，倾向于系统性理论框架；当然，建

立在以上思维模式基础上的模型也容易被视为“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因为在一个系统模型

中，我们总是很容易就一个事件发生的结果事后总结出其原因。那么，如何看待建立在整体思

维意识上的理论模型的优势？如图1所示，整体模型意味着部分牺牲了理论的简洁性，我们只有

通过充分的证据说明该模型具备更多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意义，才能通过“好的理论”的检验。事

实上，有些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它们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多相关性，此时用更符合该情境

逻辑的整体思维进行解释会更加合理。例如，中国文化情境中人们对势的理解是整体性的，体

现在形成势的内外部因素的联系以及内部因素相互的关联性上，建立在以上整体思维基础上

的模型就比西方建立在单一重复性战略行为基础上的“势”的模型更复杂一些（闫红等，2016）。
当然，在开放性环境下的组织变革过程研究中，以上系统或构型观念基础上的“势”模型就比描

述单一战略行为的“势”模型更具有说服力（Jing，2017）。本土研究不同的认识论往往也呼唤方

法论上更多的创新。近年来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组态方法在本土研究情境中

逐渐兴起和发展，该方法基于的认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整体论（holistism）思想是相一致

的。总之，只有真正表明整体思维导致的理论模型比以往模型对实际现象更具有解释力时，模

型的复杂化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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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开展本土与主流的理论对话

并非所有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经验在理论上都是新的，有时过分关注本土概念或本土文化

的独特性，会导致研究者无法走出本土情境的限制（张毅恒等，2015）；此时，与主流理论的对话

可以延展本土理论的启示性和影响力。例如，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中

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人们与不同圈层的人会采取不同交往规则建立

关系。黄光国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现实中的交往规则可能不像“差序格局”讲述的那么简单，因

为在明显的亲疏远近的交往关系中，很多时候中国人依然会为交往中如何回应的事情而纠结。

据此，他在“差序格局”理论与西方经典社会学之间建立了联系，认为人际交往中普遍存在工具

性关系（exchange）和情感性关系（communal），“差序格局”的任何交往圈中都存在以上两种关

系法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人情和面子本质上就是伴随以上关系法则所产生的交往机制

（Hwang，1987）。因此，本土学术圈可以与主流学术圈保持积极的对话，这一方面可以促发本土

研究对普适性理论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是反复推敲本土理论解释逻辑科学性的过程。

（六）建立本土研究的学术社区

Kuhn（1996）强调了范式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性，一方面范式会抵制变革，使得改变在已

有范式中很难发生，另一方面范式同时又是变革的基础。这里，范式是指特定的学术社区在从

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公认模式，包括共有的认识观、理论范畴、研究问题、范例、

方法、手段、评价标准等要素。Kuhn（1996）指出，“学术社区能够并且应当在没有范式的帮助下

被分离开来；这样一来后者就能够通过审视既定科学社区中成员的行为而被发现”。从事研究

的学术社区本身可以被视为范式的承载者，而范式的改变本质上是学术社区中人的观念以及

学术共识的改变。Hambrick和Chen（2008）提出了学术社区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分化

（differentiation）、动员（mobilization）与建立合法性（legitimacy building），这三个阶段并没有固

定的先后顺序，更可能是一种彼此递归的关系，例如分化后到了动员阶段，可能又导致进一步

的分化。

基于上述对范式和学术社区发展的讨论，本文提出以下本土研究学术社区发展的策略：在

分化阶段，需要在主流范畴之外建立更加包容本土研究的社区，强调一些重要的本土现象是在

现有范畴的理论关注范围之外的。例如，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近年来高度强调本

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呼唤管理学者从事负责任的研究；王方华、席酉民等学者发起“中国管理

50人论坛”，倡导学者应以探索管理学理论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创新为使命。同

时在资源和评价体系方面进行动员，对现有范式存在的理论解释力不足问题做出反应，这也是

目前很多商学院和国内外期刊正在做的事情。例如：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成立

“indigenous engaged scholarship studies”专栏；《外国经济与管理》开设“东方管理”专栏；《管理

世界》与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合作开设“案例研究”专栏；《管理学报》开设“管理

学在中国”“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解读”专栏。最后，有了这些外部形势和资源动员之后，我们需

要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本土研究学术社区的合法性，需要学者们在本土研究范式上取得更多

的学术共识，例如，本土研究是不是就是区域研究？本土研究应该遵循怎样的方法论？本土研究

有没有普适性理论贡献？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六、  结　语

当前，本土管理研究已经从“强调重要性”“探讨困难性”的阶段，发展到“提出措施和推出

成果”的阶段（郭重庆，2011；卢芳妹等，2013；Tsui，2007；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由于隐含着

不同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情境假设，本土研究对全球管理知识具有更新颖的启示和拓展作

用。当然，以上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情境之中，谨慎地尝试以内部人视角理解本土管理实
 

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3



践；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应被现有理论框架束缚，而应聚焦于特定情境下管理现象的扎根

理论构建过程，同时可以通过与主流理论的对话，提升其普适性价值。当前，中国企业管理已被

国内外学者视为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学者们需要在明辨上述本土研究理论困扰的基础上尽

快行动起来，贡献出更多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理论，不辜负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和使命

（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我们相信，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弥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帮助

研究者找回真正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也给我们的研究社区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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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mportant?
Responses to Previous Questioning View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Jing Runtian,  Cheng Shengqiang,  Yuan Danyao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Summary: As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have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views that question the purpose and value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For example, is indigenous research equal to regional research? Why does management research need
indigenous theory? Why can indigenous research contribute to general theory? These views weaken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hinde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combines speeches and viewpoint discuss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resents  some successful  example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nalyzes  and
clarifies above-mentioned doubts, and expounds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indigenou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local research, the legitimacy of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the perspectives needed for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indigenous theor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through the lens that one good
theory  will  make compromise  among generality,  accuracy  and simplicity.  Moreover,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theory through theorizing about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context.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For example, seeking meaningful indigenous research problems, follow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upon the spirit of engaged scholarship, choosing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ategies, considering dialectically about holistic thinking while building theories, carrying out
dialogue actively between indigenous and mainstream theories,  and building indigenous research
communities following three stages which can interact recursively, that is, differentiation, mobilization
and legitimacy building.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indigenous research; engaged scholarship; holist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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